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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
制度化结合

冯　 刚， 武传鹏

摘　 要：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要在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的基础上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和

制度化结合。 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 应着力从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贯通党的领导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

治理逻辑， 不断推动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政策体系、 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

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 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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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是党和国家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历史性地提出要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① 进一步提升了对自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换言之，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经济理性

向生态理性的转变。 从实践角度讲，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

态治理现代化不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孤立问题， 而是从属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进程。
关于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亨廷顿曾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中较有远见地提出： “现代

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

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 “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

有意识的抉择。 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 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 当使现代化

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②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近年来我国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 从

长远看， 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 推动二者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结合， 对于

有效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尚显不足的问题，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打破 “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的迷思，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一、 生态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立足中国国情， 历经长期探索， 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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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① 由于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生态文

明建设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专门强调： “要加快构建以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②

（一）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如同西方绿党认为其使命是在整个社会中改造机构制度和社会关系一样， 在我国， 致力于提升治

理效能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党和政府创新治理理念、 调整治理结构、 完善治理机制、 改进治

理方式的过程，③ 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 实现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尽管牵涉人与自然、 人与

人、 自然与社会等多种关系， 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人

与自然的关系， 解决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种因素纠合在一起酿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原始文明时代， 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受限于生产力以及自身主体意识的缺陷， 面对生存于其

中的、 不可理解的神秘自然， 主要是畏惧并由此产生崇拜， 表现为 “人与自然的混沌” 即 “自然界

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④ 农业文明时代， 由

于生产技术和工具的限制， 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空间范围上都很有限， 并不会对自然

环境造成很大负担。 工业文明时代， 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 人们大肆挖掘地下矿藏、 砍伐森

林、 开发土地、 水源和其他生物资源， 使自然界变为 “人化了的自然”。 显然， 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

的。 自然环境以有力的事实回应了人类支配自然所带来的后果。 生态文明时代， 面对 “先污染后治

理” 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往对自然的支配不但会危及自然，
同时也危及人类自身，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福祉的根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至此， 人类

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面对自然时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 这表现为人作为个体在面对自然时必须尊重自然界

固有的规律，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 只会带来灾难”；⑤ 但人面对自然时并不

是无能为力的， 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 合理地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在 “必然” 中达到 “自由”。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推进生态治理现

代化的主要发生领域。
（二）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迫切要求探寻一条现代化新道路， 生态环境问题是公认的富有挑战

性的难题。 聚焦这一棘手的长期性难题， 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现代化

认知与实践探索的生态自觉， 体现出人的维度和自然维度的有机统一。 作为以生态为导向的新型现代

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的生态重塑。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⑥ 在理念、 制

度、 程序、 主体等层面呈现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现代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态文明目标的实

现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框架之下的任务要求。 在生态环境压力愈来愈大的现实背

景下， 从隐性走向显性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价值目标和治理

实践， 把人民意愿和民主理念融入治理全过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形成具有代表性和约束力的公

共决策； 有助于践行文明、 和谐、 公正、 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助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

势； 有助于促进管理向治理、 一元向多元、 全能向有限的转变， 实现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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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善治实践， 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实践进路， 也是走向人与

自然关系和谐的世界性理想追求。 实践证明， 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象征性政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致力于将社会进步同自然环境优化结合起来， 促使人与自然共同进化， 协调发展， 真正为人类生

态治理现代化作出中国贡献。
（三）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维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领导人民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从
思想、 法律、 体制、 组织、 作风上全面发力，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① 使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认识、 体制机制、 建设成效、 世界影响等方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 “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的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②

但是， 这一变革仍待由治标向治本转变， “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

还没有到来， 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 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 同构建

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 都还有较大差距”。③ 生

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生态治理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 尽管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 但就其性质而言， 生态治理仍与社会

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十年来生态环境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嵌

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政治价值观， 在于我国早已由回避转变为自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并将生

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议题、 作为基本国策、 写入党章、 融入国家战略。④ 可见， 推进生态治理现代

化， 关键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治建设， 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持续释放

生态治理效能。

二、 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

作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渐进性内生演化过
程， 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也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 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 世界日益陷入一

种巨大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五个文明” 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辉煌成就显著提升了

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 为全球发展与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 在突破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的 “吉登斯悖论”⑤ 方面， 日益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的

中国式现代化确有其优越性。
（一）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赋予生态环境重大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之定位， 是由党的使命宗旨和生态环境对人民生活的重要

影响决定的。 十年来党中央多次从政治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直指现代化

所遇到的生态制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 “这里面有很大

的政治。”⑥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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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政治问题。”① 这一论断指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特征， 揭示了解决当代中国生态问题的政

治之道， 展现出党中央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洞察， 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 对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思。
重大政治问题往往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切身利益、 长远利益。 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 改革

开放后，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 近年来 “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 成为

民生之患、 民心之痛”。② 民之所望， 政之所向。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盼所急， 提供更多优质的生

态产品， 正是党的宗旨和使命所在。 为此， 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党章、 宪法、 法律和其他相关制度。
将生态理念纳入党的执政理念， 丰富了党的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的内涵和外延， 有助于全

党和全国人民深刻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 自觉地将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予以认识并

在实践中贯通起来。③

伴随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创新， 十年来，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基本方略之一， “绿色” 成为新发展理念之

一， 污染防治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建设美丽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 总之， 生态文

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深

刻彰显。
（二） 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

人要有意识地创造历史， 不能 “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 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④ 而且要

“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 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如此。 “经过三十

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 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社会

和政治问题”。⑥ 当生态问题从自然领域发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 其政治属性就愈发凸显， 就愈对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强烈的时代诉求， 需从政治的高度和视角予以思考和把握。 有效解决中国生态

环境问题，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不能简单从经济层面或技术层面进行微观

应对， 需要依照现实转变生态治理思路， 从更宏大的战略高度， 运用政治思维进行宏观考量。 只

有将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紧密结合， 重点关注政治顶层设计和权力强力推进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建构和能力提升， 充分发挥政治体系对生态资源和生态关系的调控功能， 才能真正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全新的理念支持和行动引导。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 “抢先效应”。 其要义在于以长远的政治思维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而

不是等到风险来临和后果出现。 在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双向辩证运动过程中把握生态环境问

题的本质， “两个重大问题” 的科学论断要求我们以长远的政治思维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对待生态环

境问题， 用科学的政治方法论分析政治问题与民生问题的关联性与一致性， 以清醒的政治自觉领

会党的执政理念因生态环境成为新时代的 “重大问题域” 而出现的与时俱进， 以自觉行动完成好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政治任务。⑦ 正因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紧迫性， “如果现在不抓紧， 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 代价

会更大、 后果会更重”。⑧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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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 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 中国作出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 十年来， 中国 “污染防治力度之大、 制度出台频度之密、 监管执法尺度

之严、 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① 体现了党和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力和行动力。
“通过提倡发展生态文明， 中国已经显示了向这种后现代方向迈进的意图和决心”。② 经过不懈奋斗，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呈现稳中向好趋势。③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被视为政治文明建设在生态领域内的延伸

和扩展， 二者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耦合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 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④ 其中， 融入政治建设的重要内涵

在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 进而言之， 要以人民政治的逻辑、 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

系统协调有序地谋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其一， 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和价值取向，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了根本前提。 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将自然的价值限定在

工具性的领域内， 即马克思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制度 “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 还是

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⑤ 这是由于资本逻辑具有反生态的本性， 其仅仅是为维护资产阶

级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则在于，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蕴含着一种彻底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的新内涵， 即 “真正的、 人本学的自然界”。 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深刻体现在， 机

械唯物主义将自然纯粹理解为外在的客观事物总和， 只强调自然的工具价值属性实质上割裂了这种人

与自然的本质联系， 自然应当是人之所以为人———即证明自身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直接对象和现实载

体。 因而只有共产主义 “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⑥ 恰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 “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⑦

其二， 日益完善的政治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实行最

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将会有力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见效。 进入新时代， 党不断推动生态观、 发展观和制度观的深刻变革， 围绕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

大问题， 聚焦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 将制度建设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致力于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 实践证明， 上

述制度实践为总体上扭转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 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威和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系来推动制度在覆盖面、 体系性、 科学性、 规范性等方面不断取得

进步。 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的配合和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 关键在于推进绿色行

政，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府职能转变、 机构改革以及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中， 推动生态领域协商民

主广泛而多层次的制度化发展， 通过政务公开、 网络问政、 征询修法、 听证、 信访等多种渠道和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 将以人民利益为旨归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于生态文明领域， 从而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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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动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制度化结合的路径

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是社会生活规范化、 有序化的变迁过程。 如前所述， 生

态文明和政治文明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 那么，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

辩证关联， 探索二者交融互嵌的制度化结合， 将有助于实现党的领导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

治理逻辑的贯通， 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更有序、 可控。 但在制度化结合的过程中， 如何消解和回应从

理论到实践、 从上到下逐层弱化的 “渗透效应” 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诉求的非制度化表达， 彻底摆脱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政治建设” 维度， 仍然是中国式现代

化面临的难题。 当前， 秉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制度理性和制度精神推进制度化结合， 应着力从以下

方面将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政策体系、 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
（一）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
制度不严格、 法治不严密、 执行不到位、 惩处不得力有关。 要加快制度创新， 增加制度供给， 完善制

度配套， 强化制度执行，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① 基于此， 党的十八大提出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③

十九大提出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④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⑤ 十年来， 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 正日益成

为一个系统性、 立体性和现代化的制度组合。 国家先后出台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等百余

份改革文件， 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 初步

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体架构， 有效解决了制度的碎片化、 空白化缺陷。 然而， 无论是就我国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以及其他重要制度的契合融通程度， 还是就其自身体系性架

构的闭合运行程度与成效而言， 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⑥ 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生态

文明制度遵循着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的体系逻辑。 当前， 应抓住生态文明建设为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重大契机， 突出民主政治维度， 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在改革中逐

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
其一， 要以根本制度统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领导制度、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 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等根本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发挥奠基础、 定方向、 管全局的作用， 保证了

生态文明建设贯穿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体现根

本制度质的规定性， 通过制度定型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牢牢抓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性

质这个根本， 着眼于治理效能提升， 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其二， 要以基本制度规约生态文明制度。 基本制度指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的

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对中国各方面制度的

属性和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影响， 在中国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要

以基本制度为基础和前提， 围绕国家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根基， 以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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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引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确保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广覆盖和多维度发展， 积极发挥人

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共享建设成果。
其三， 要融通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 重要制度是指保障制度正常运行和有效发挥作用的

具体制度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广布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军队、 外交等各领域， 对维护

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重大作用。 应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需要必备的制度， 在完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

础上， 构建重要制度体系， 同时在实践中深化对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的内在联系以及生态文

明自身体系性架构的闭合运行程度的认识， 促进有机融合， 有效消解生态文明建设中从理论到实践、
从上到下逐层弱化的 “执行赤字”。

（二） 强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过去多年高增长积累的环境问题， 具有复合型、 综合性、 难

度大的特点”。① 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 关键是协调好制约生态关系的政治关系。 过去， 我

国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比较单一， 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由于政府的内在理性与结构缺陷， 各部门之

间各自为政又利益互竞； 出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本性， 企业在生产经营利益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发生

矛盾时更多考虑前者； 受制于资源、 能力和认知上的障碍， 社会组织和公众往往参与不充分。 上述原

因最终导致集体 “失灵” 现象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层出不穷。 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构建生态

共同体， 由多个主体按照生态化原则， 协同参与、 各司其职、 各尽其力。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致力于运用协商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 近年来， 我国致力于打造政府主导、 多主体和多要素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发挥协同

治理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构建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

理体系。”② 两办印发的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责任为纽带衔接各类主体在

环境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 以监管为核心重塑政府、 市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 强调 “以坚持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 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 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 以更好动员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③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工业主义

和绿色主义的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 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④ 在

坚持人民主体根本原则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不同主体的生态治理权责。 首先， 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 发挥党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分散的、 多元化的、
不够系统和清晰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人民意志， 以结构化的共同利益、 根本利益整合分散的个体利

益， 切实解决多头管理、 分散管理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的问题。 其次， 政府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

转变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 提升自身组织效能， 统筹各类资源， 创新服务方式， 健全公共政策回应、
评估、 问责等机制， 全面正确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职能。 再次， 随着市场动力和经济主体在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要注重发挥市场在配置生态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业生态

环境责任意识，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从次， 通过制度化职责赋予， 拓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和参与场

域， 增强责任感和效能感， 推动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担负起提供服务、 反映诉求、 规范行为等重要责

任。 最后， 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深化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

涵理解和价值认同， 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承担环境保护的监督责任， 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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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氛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 “构建一体谋划、 一体部署、 一体推进、 一体考核的制度机

制”。① 由于协同治理本身蕴含主体多元性、 过程协同性与结果超越性，② 必须全面、 科学地搭建起各

级党委、 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 公众之间彼此协调、 优势互补又通力合作的现代化治理模式， 严格

遵循生态化的要求和规范， 逐步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善治。
（三） 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历史地看， 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扩展为全球性问题， 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和环境影响的连锁性特征也决定着其天然具有全球化基因。 放眼全球， 生态问题牵涉国家利益， 影响

国际权力结构， 可以说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本质上是环境外交， 而外交正是内政的延伸。 把生态

文明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先战略地位， 在政治上积极回应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以全球视

野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 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既有利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也有利于促进政治文

明发展。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西方国家发生多起重大环境公害事件以来， 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来越成为顺应世

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 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长远战略考

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 “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

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 举

措最实、 推进最快、 成效最好的时期”。④ 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 ７０００ 公顷， 居全球首位； 生物遗传

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 提前完成 ２０２０ 年应对气候变化和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 ２０１６
年， 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１１ 年下降 ２６. ９％，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２０. ９％；
发布 《中国落实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批准 《巴黎协定》； 宣布 “双碳” 承诺； 成

为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中国在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以及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

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⑤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吁求生态正义， 需要清醒认识和正确处理国家主权问题、 国家责任界定

问题和国际环境规则制定的话语权问题。⑥ 作为重要参与者， 应直面和反思全球生态危机， 积极推

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 认真履行国际公约， 妥善应对大国博弈， 坚决维护

我国发展利益； 作为重要贡献者， 要主动承担符合国情、 发展阶段和能力的环境治理义务， 增强

制度性权利， 以 “负责任、 有作为” 的大国担当履行国际生态治理规约和历史性责任， 为全球提

供更多公共产品； 作为重要引领者， 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资金、 技术支持， 携手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 立足中国国情， 保持政治定力， 把握历史主动，
发挥制度优势， 新时代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影响将是世界性

的”。⑦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 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为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的指引下， 主张东西方社会在相互借鉴、 相互促进中实现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因马克

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功实践而更具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 邱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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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ｅｎｇ Ｇａｎｇ， Ｗｕ Ｃｈｕａｎ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ｄ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ｉｎ ｏｕ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ｅｗ，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ａｓｅ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ｃｉｄ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ｌ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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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ｔｈｕ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 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ｓ ｒｉｃ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ｏ ｈｏｐ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ｉｕ Ｊｉｔ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２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ｂｕｉｌｔ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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